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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量和敏感度双视角下云南省 

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控制研究 

刘红琴 谭丽峰 杨红娟
1
 

（昆明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3） 

【摘 要】：高耗能行业是碳排放的主力军,控制其碳排放是实现中国碳排放达峰以及进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

组成部分。论文在传统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敏感度来表征减排效率,从规模效应(人口、经济发展)、

结构效应(工业化率、能源结构、行业结构)、技术效应(碳排放系数、能源强度)三种类型的七个影响因素出发,研

究 2006—2017 年各影响因素对云南省高耗能行业碳排放的贡献规律和敏感程度。结果表明:(1)云南省高耗能行业

能耗和碳排放集聚现象明显,各行业碳排放规律存在行业差异,但达峰节点存在趋同性;(2)碳排放影响因素整体上

以经济发展、工业化率和人口规模为增碳的正效应,能源强度和行业结构表现为减碳的负效应;(3)在三个五年规划

期内,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敏感度呈现明显的规律性,表现出了从混乱到有序的过渡,最敏感的因素实现了从能源强度

向碳排放系数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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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再次证实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以及人类活动是导致全球地表温度升高的主要原因,进行碳排放控制

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巴黎气候大会提出于 2030 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的目标。我国粗

放型的工业经济增长贡献了超过 80%的能源消费碳排放[1],而六大高耗能行业的能耗和碳排放在整个工业部门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2],因此,进行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控制是实现碳减排和碳排放达峰的重要路径。 

1 相关文献综述 

在碳排放控制策略和减排路径分析方面,诸多学者采用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作为辅助工具,运用较广泛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分

析方法包括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及因素分解方法,其中结构分解法和指数分解法是最常用的因素分解方法。 

结构分解法主要侧重于外部性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段玉婉和杨翠红[3]运用结构分解技术探讨了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等因

素对中日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贡献;张学刚和唐铁球[4]构建了 SDA 模型从整体需求及行业层面对消费、投资、出口等驱动能耗的

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许士春等
[5]
采用结构分解法对消费、投资、调出和出口因素促进能源消耗的影响情况进行了分析。 

指数分解法主要侧重于使用数理公式将各影响因素进行逐一分解,可较明确地说明碳排放影响因素的问题,最常用的指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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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为基于 Kaya 等式和拉氏指数分解(AMDI)的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LMDI)[6]。LMDI 模型作为常用的一种指数分解方法,具

有计算便捷、无残差项等优点,在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解中被许多学者广泛采用,研究对象主要从国家、省份以及地区层面进行

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佟新华和杜宪
[7]
对日本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及驱动效应测度进行了分析;李慧芳

和聂锐[8]等对中国能耗变动影响因素进行了 LMDI 分解;高彩玲等[9]基于 LMDI 方法对河南省能源强度下降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

田泽等[10]测算了江苏省终端能源消费 CO2 排放总量并分析了驱动因素;马晓明等[11]对深圳市碳排放变化驱动因素开展了研究;王

彩明和李健[12]、江方利等[13]、宋敏和郭清卉[14]则分别对河北、四川、陕西三省开展了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在现有影响因素研究文献中,部分学者从行业角度采用 LMDI模型进行了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韩钰铃和刘益平[15]、赵涛等[16]

采用LMDI 模型分别对江苏省和天津市工业部门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李雪梅等[17]利用 LMDI分解法研究了天津市高碳行业

碳排放影响因素;曹俊文和姜雯昱
[18]

基于 LMDI 模型开展了电力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研究;武戈和谢钰思
[19]
基于 LMDI 分解法

分析了南京市工业 35 个行业在 2000—2010 年的碳排放变化;赵先超和滕洁[20]则使用 LMDI 模型对湖南省旅游业碳排放影响因素

开展了研究;姚震和罗世兴[21]将LMDI模型运用于有色金属行业,对中国有色金属行业进行了驱动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传统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给碳减排策略制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整体思路为:从贡献量和贡献率角度研究各影

响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情况,继而识别出贡献量较大的因素进行碳减排政策的制定。然而,贡献量主要是基于各影响因素的历史

信息,各影响因素的基数值直接影响着贡献量的大小,贡献量大的因素不一定是减排效率最大的因素。本研究提出在 LMDI 分解模

型的基础上采用敏感度系数来反映各影响因素的减排效率,即对各影响因素碳排放的效率进行研究,以便选择更高效的碳排放影

响因素来制定更加有效的碳减排路径。并且选择云南省高耗能行业为研究对象,从规模效应(人口、经济发展)、结构效应(工业

化率、能源结构、行业结构)、技术效应(碳排放系数、能源强度)三种类型的七个影响因素进行碳排放影响因素贡献规律研究,

同时构建了碳排放影响因素敏感度模型,开展了各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度分析,以期为云南省进行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控制提

供决策参考。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LMDI 分解方法 

LMDI(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是一种指数分解分析方法[22-23],即把一个目标变量的变化分解成若干个影响因素的组合。本

文采用 LMDI 分解法,将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为碳排放系数、能源结构、能源强度、行业结构、工业化率、经济发展和人口七个

因素进行研究。公式如下: 

 

式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i 用于区分不同的行业类型;j用于区分不同的能源类型;Cij表示第 i 种行业第 j种能源消耗

产生的二氧化碳;Eij表示第i种行业第j种能源的能源消费量;Ei表示第i种行业的能源消费量;Q表示国民生产总值;Q0表示工业

国民生产总值;Qi表示第i种行业的工业增加值;P代表人口;Fij表示碳排放系数;eij表示能源结构;Ii表示能源强度;Si表示行业结

构;R表示工业化率;Y表示经济发展;P代表入口。 

根据 LMDI分解法将终端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从基准年 0到目标年 T的变化分解为七个因素对总碳排放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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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C 表示碳排放量从 0 到 T 年的变化量;ΔCemf表示 0 到 T 年碳排放系数对碳排放量的影响;ΔCmix表示 0 到 T 年能源结

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ΔCint表示0到 T年能源强度对碳排放量的影响;ΔCstr表示0到 T年行业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ΔCact表示

0到T年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影响;ΔCrat表示0到T年工业化率对碳排放量的影响;ΔCpop表示0到T年人口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具体计算公式为: 

 

其中: 表示目标年第i种行业第j种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 表示基准年第i种行业第j种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

表示目标年第i种行业第j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表示基准年第i种行业第j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表示目标年第i种行业第

j种能源的能源结构; 表示基准年第i种行业第j种能源的能源结构; 表示目标年第i种行业的能源强度; 表示基准年第i种

行业的能源强度; 表示目标年第 i 种行业的行业结构; 表示基准年第 i 种行业的行业结构;YT表示目标年的经济发展情况;Y0表

示基准年的经济发展情况;RT表示目标年的工业化率;R0表示基准年的工业化率;PT代表目标年的人口数量;P0代表基准年的人口数

量。 

2.2 碳排放敏感度分析模型 

为了使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更加全面,本文引入弹性系数概念。碳排放弹性系数是指一定时期内碳排放变化受各因素影响的

敏感程度。假设 X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则碳排放弹性系数(EL)的一般计算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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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表示因素变动对碳排放变化的方向,“+”号表明因素变动对碳排放变化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号表明因素

变动对碳排放变化具有抑制作用,为了便于分析比较,本文对弹性系数进行绝对值化处理。根据公式(3)～(9)及公式(10)可得出

碳排放系数、能源结构、能源强度、行业结构、工业化率、经济发展和人口七个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弹性系数,弹性系数的绝对

值越大,表明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程度越高。弹性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LF 表示碳排放系数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程度,ELe 表示能源结构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程度,ELI 表示能源强度对碳排放

变化的敏感程度,ELS 表示行业结构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程度,ELR 表示工业化率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程度,ELY 表示经济发展对碳

排放变化的敏感程度,ELP表示人口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程度。C0表示基准年的碳排放变化量,F0表示基准年的碳排放系数,e0表示

基准年的能源结构,I0 表示基准年的能源强度,S0 表示基准年的行业结构,R0 表示基准年的工业化率,Y0 表示基准年的经济发展,P0

表示基准年的人口数量。ΔF表示 0到 T年碳排放系数的变化量,Δe 表示 0到 T年能源结构的变化量,ΔI表示 0 到 T 年能源强

度的变化量,ΔS表示0到 T年行业结构的变化量,ΔR表示0到 T年工业化率的变化量,ΔY表示 0到 T年经济发展的变化量,ΔP

表示 0到 T年人口的变化量。 

2.3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数据均来自 2006—2017 年《云南能源统计年鉴》和《云南统计年鉴》,碳排放系数来源于《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指南(试行)》(发改办气候〔2011〕1041 号);各年 GDP 已换算为 2005 年不变价,以消除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高耗能行业不同能

源类型的碳排放量采用 IPCC提出的碳排放系数法计算得到。 

通过对云南省各行业能源消费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云南省 2006—2017 年年均能耗超过 500 万吨标煤的高耗能行业共有四个,

分别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研究期内

四个高耗能行业占了云南省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本研究以云南省四个高耗能行业作为研究对象。 

3 结果分析 

3.1 云南省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分析 

四个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水平如图1所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都是碳排放

量最大的行业,在“十二五”末和“十三五”期间该行业碳排放量下降最明显。作为碳排放量第二大行业,2006—2017 年,化学原

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碳排放量均在 2500 万～3300 万吨二氧化碳之间波动,呈现出相对平稳的状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研究期内

碳排放量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十一五”期间碳排放量增长明显,增长了 35%;“十二五”期间增幅为 5%,是四个高耗能行业中

碳排放量增幅最大的行业;2016 年和 2017 年碳排放量增幅仍然较明显。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四个高耗能行业中碳排放

量最小的行业,在 2011年达到峰值后其碳排放量呈现出稳定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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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2017 年云南省高耗能行业碳排放量 

从各行业碳排放趋势看,四个高耗能行业在 2006—2017年均达到了碳排放峰值(表 1)。碳排放量最大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在 2007 年和 2012 年达到了峰值,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在 2008 年、2012 年和 2015 年达到了峰值,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则在 2009 年和 2011年分别短暂达峰,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碳排放峰值出现在 2007 年和 2011年。 

四个高耗能行业能耗峰值和碳排放峰值出现时间对比如表 1 所示,云南省四个高耗能行业在 2006—2017 年均达到过能源消

费峰值和碳排放峰值,部分行业出现了多个峰值。从峰值出现的时期看,四个高耗能行业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均出现

了碳排放峰值,而能耗峰值则主要出现在“十二五”时期。从能耗峰值和碳排放峰值出现的年份看,大部分出现能耗峰值的年份

也都出现了碳排放峰值,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有两次碳排放峰值早于能耗峰值的现象,主

要是因为能源结构调整、技术改良(碳排放系数降低)等因素导致碳排放峰值比能耗峰值提前到来。 

表 1 2006-2017年云南省高耗能行业能耗峰值和碳排放峰值出现年份 

出现峰值的时间 能耗峰值 碳排放峰值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008 年,2012年,2015 年 2008 年,2012年,2015 年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011 年 2009 年,2011年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013 年 2007 年,2012年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007 年、2012年 2007 年,2011年,2015 年 

 

3.2 高耗能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四个高耗能行业能耗占工业总能耗的 70%以上,将四个高耗能行业采用文中提出的 LMDI 分解法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各

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贡献量如表 2所示。 

从总变化来看,2006—2017 年,云南省四个高耗能行业中除了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碳排放增加量为负值外,其余行

业碳排放变化量均为正值。碳排放变化量最大的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加了 1298 万吨二氧化碳。 

从各影响因素贡献情况看,2006—2017 年,经济发展、工业化率、人口三个因素在四个高耗能行业中均表现为增碳的正效应;

并且从数值来看,经济发展是四个高耗能行业中最大的增碳因素。碳排放系数表现为减碳的负效应,能源强度和行业结构均只有

一个行业表现为增碳的正效应,其余三个行业均为减碳的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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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的行业角度看,各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贡献率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图 2)。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碳排放增加的

最大影响因素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率达到了 81%;能源强度和行业结构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主要

的减碳因素,分别占总减碳因子贡献率的45%和 35%。对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碳效应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和行业结构两个因素,

分别占增碳量的 56%和 3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减碳效应则主要来源于能源强度因素,占总减碳贡献率的 88%。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各影响因素贡献率规律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相似,增碳效应集中于经济发展因素;减碳效应集中于行业结构

和能源强度因素,而行业结构的减碳贡献率要大于能源强度的减碳贡献率。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减碳效应则集中于行业

结构和碳排放系数两个因素。 

表 2各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贡献量 单位:万吨 

行业 碳排放系数 能源结构 能源强度 行业结构 经济发展 工业化率 人口 碳排放变化量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716 348 -1703 -1327 3191 200 201 19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51 -12 -2800 1670 2503 128 159 1298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578 -325 -1381 -1917 3724 273 232 29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966 32 170 -910 1393 59 87 -134 

 

 

图 2 2006-2017 年云南省四个高耗能行业各影响因素贡献率情况 

为了进一步揭示云南省高耗能行业各时期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特点,利用 LMDI 分解法对各年份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研

究,2006-2017 年云南省四个高耗能行业各年份碳排放影响因素如表 3所示。 

表 3 2006-2017 年云南省四个高耗能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 单位:万吨 

年份 碳排放系数 能源结构 能源强度 行业结构 经济发展 工业化率 人口 碳排放变化量 

2006—2007年 -75 80 -569 -54 969 379 62 792 

2007—2008年 -596 277 -1497 443 874 234 59 -204 

2008—2009年 136 -95 337 -515 1035 -73 59 883 

2009—2010年 -309 30 -934 -86 1110 200 6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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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年 -221 220 -2288 1396 1307 335 67 816 

2011—2012年 -569 66 -380 -459 1306 236 67 267 

2012—2013年 -636 -153 -519 -331 1194 -165 65 -546 

2013—2014年 -526 -62 472 -1144 751 -88 60 -535 

2014—2015年 253 -148 505 -162 768 -182 59 -366 

2015—2016年 -110 -39 557 -773 772 -208 60 259 

2016—2017年 14 -123 -1662 855 873 51 63 71 

2006—2017年 -2639 52 -5978 -2290 10959 720 688 1514 

 

从表 3可以看出,2006—2017 年云南省高耗能行业碳排放量总增长量为 1514万吨,经济发展、工业化率、能源结构和人口因

素表现为正向的增碳效应,经济发展的增碳效应最为明显,2006—2017年贡献量达10959万吨;碳排放系数、能源强度、行业结构

三者表现出负向的减碳效应,其中以能源强度因素的减碳效应最为明显。 

从各年份来看,大部分年份的碳排放变化量为正值,呈现碳排放量增长的趋势,尤其是 2006—2007 年、2008—2009 年、

2010—2011 年碳排放增量明显;碳排放变化量为负值的情况集中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包括 2012—2013 年、2013—2014 年以

及 2014—2015年。 

从不同阶段各影响因素贡献率情况(图 3)看,2006—2017年,经济发展因素始终为主要的增碳效应因素,减碳因素则主要为能

源强度、碳排放系数、行业结构、工业化率等,各减碳因素在不同时段的减碳贡献率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整体呈现出碳减排

重点从能源强度调整向行业结构调整,再转为多元并重,最后再回落到以能源结构调整为主的趋势。 

 

图 3不同阶段各影响因素贡献率情况 

“十一五”初期(2006—2008 年),减碳最主要的贡献因素为能源强度;“十一五”末期(2008—2010 年),行业结构的减碳贡

献率占主导地位;“十二五”初期(2010—2011年),能源强度是最主要的减碳因素;“十二五”中后期(2011—2015年),呈现出行

业结构、能源强度、碳排放系数多元并重的碳减排集中现象;“十三五”时期(2015—2017 年),碳减排重要因素从行业结构因素

向能源强度因素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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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程度分析 

根据碳排放弹性系数公式,得出各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程度。弹性系数的大小直接决定其敏感程度,弹性系数越大,说明

该影响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程度越大;弹性系数越小,说明该影响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程度越小。图 4 为各因素对碳排

放变化的敏感程度。 

整体而言,云南省高耗能行业不同研究阶段各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程度均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尤其以碳排放系数和能源

强度表现最为明显。分阶段看,2006—2007 年、2008—2009 年,碳排放对各影响因素较敏感,且各影响因素的敏感度差异较大。

为与国家政策相匹配,本文分别从“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三个阶段开展碳排放变化对各因素敏感程度的研究。各年

份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度排序情况如表 4所示。 

表 4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度排序 

年份 敏感度排序 

2006—2007年 碳排放系数＞能源强度＞人口＞能源结构＞经济发展＞人口＞行业结构 

2007—2008年 人口＞能源强度＞碳排放系数＞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工业化率＞行业结构 

2008—2009年 能源强度＞碳排放系数＞人口＞工业化率＞能源结构＞经济发展＞行业结构 

2009—2010年 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碳排放系数＞人口＞工业化率＞经济发展＞行业结构 

2010—2011年 碳排放系数＞人口＞能源强度＞能源结构＞经济发展＞工业化率＞行业结构 

2011—2012年 能源强度＞人口＞能源结构＞碳排放系数＞工业化率＞经济发展＞行业结构 

2012—2013年 能源强度＞人口＞碳排放系数＞能源结构＞工业化率＞经济发展＞行业结构 

2013—2014年 能源强度＞人口＞能源结构＞碳排放系数＞工业化率＞经济发展＞行业结构 

2014—2015年 能源强度＞碳排放系数＞人口＞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工业化率＞行业结构 

2015—2016年 碳排放系数＞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人口＞经济发展＞工业化率＞行业结构 

2016—2017年 碳排放系数＞人口＞工业化率＞能源强度＞能源结构＞经济发展＞行业结构 

 

“十一五”(2006—2010 年)时期,不同年份的碳排放影响因素敏感度均存在较大差异,每个年份碳排放敏感度最大的因素均

不同。2006—2007 年碳排放敏感度最大的因素为碳排放系数,2007—2008 年碳排放敏感度最大的因素为人口,2008—2009 年碳排

放敏感度最大的因素为能源强度,2009—2010 年碳排放敏感度最大的因素为能源结构。 

“十二五”(2011—2015 年)时期,不同年份的碳排放影响因素敏感度呈现出一定的规律。2011—2015 年碳排放敏感度最大

的因素均为能源强度,2010—2014年碳排放敏感度第二大的因素均为人口,而且2010—2014年碳排放敏感度排名最后的三个因素

均为工业化率、经济发展和行业结构。 

“十三五”时期,暂时只涉及 2015—2016 年和 2016—2017 年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敏感度也呈现出了一定

的规律,碳排放敏感度最大的因素均为碳排放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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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各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程度 

根据敏感度分析,整体来看,云南省高耗能行业“十一五”期间处于绿色低碳发展的探索阶段;“十二五”期间处于能源强

度控制阶段;“十三五”逐步进入了绿色创新阶段。 

4 结论和建议 

本文构建了碳排放影响因素和碳排放敏感度分析模型,从规模效应(人口、经济发展)、结构效应(工业化率、能源结构、行

业结构)、技术效应(碳排放系数、能源强度)三种类型的七个影响因素进行碳排放影响因素贡献规律研究和碳排放影响因素敏感

度分析。并且选择“一带一路”窗口省份的云南省作为研究对象,对其高耗能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和敏感度展开研究,以期为云

南省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控制提供政策建议。研究结论如下: 

(1)云南省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存在明显集聚效应。从总量来看,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四个行业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都占了整个高耗能行业的 70%以

上,进行云南省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控制应该着重对该四个高耗能行业进行管控。从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达峰情况来看,四个

高耗能行业在 2006—2017 年均达到了多个峰值,达峰节点有明显趋同性,能耗量峰值和碳排放量峰值有明显的重合现象,且峰值

多出现在“十二五”期间。 

(2)从高耗能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来看,研究期内,经济发展、工业化率、能源结构和人口因素表现为正向的增碳效应,经济

发展的增碳效应最为明显;碳排放系数、能源强度、行业结构三者表现出负向的减碳效应,其中以能源强度因素的减碳效应最为

明显。从不同时段各影响因素贡献率情况看,各减碳因素在不同时段的减碳贡献率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整体呈现出从能源强

度调整向行业结构调整,再转为多元并重,最后再回落到以能源结构调整为主的趋势。 

(3)从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敏感程度分析来看,碳排放系数和能源强度这两个因素的敏感程度最大,不同时期敏感程度不同。

“十一五”时期,不同年份的碳排放影响因素敏感度均存在较大差异;“十二五”时期,不同年份的碳排放影响因素敏感度呈现

出一定的规律,敏感度最大的因素均为能源强度,第二大的因素均为人口,而工业化率、经济发展和行业结构的敏感程度较低。

“十三五”时期,2015—2017 年碳排放敏感度最大的因素均为碳排放系数。根据敏感度分析,整体来看,云南省高耗能行业“十一

五”时期处于绿色低碳发展的探索阶段;“十二五”时期处于能源强度控制阶段;“十三五”时期逐步进入了绿色创新阶段。 

根据以上三个结论,云南省高耗能行业低碳发展应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行业贡献情况和各影响因素共

同作用,并根据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敏感程度进行适时调整。建议如下: 

首先,云南省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控制应该抓重点行业,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作为主要控制对象,同时进行能耗和碳排放双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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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制方式看,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应该从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工业占比等方面来考虑减缓碳排放的增长,同时提

高能源使用效率、调整能源结构以实现能源强度和碳排放系数的双重减碳作用。由于云南省高耗能行业逐步实现了从能源强度

控制阶段向绿色创新阶段的过渡,随着碳强度空间的进一步压缩,未来需要探索更多的技术减排路径,通过技术绿色创新和加大

清洁能源使用比重来打造更加清洁、高效的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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